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技术创新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研究
——基于京津冀1985—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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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需要技术创新提供内在动力。构建技术创新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理论模型，揭示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作用，进而采用京津冀1985—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会加速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特别是科技水平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应增加教育和研发支出，强化人力资本培养，以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技术创新，推进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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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Jing-Jin-Ji integration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will provide strong internal power. This paper developed develop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djustment, which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us, this, paper usesd 1985-2016 panel data of Jing-Jin-Ji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ar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djustment in Jing-Jin-Ji area. T, the increase in education and science level would will accelera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djustment. I; in addition, the promotion from science level in augmenting the productivity of service industry was is more significant. Therefore, we should increase the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nd R&D,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human capital,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ccelerat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and 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Hence, the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nd R&A should be increas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Secondly,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as positive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would provide better internal power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inally,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uld be accelerated by supply-side reform, and future promoted Jing-Jin-Ji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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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发展理念也随之改变。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分析国内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以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人才队伍，为技术创新奠定基础。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同时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事实上，早在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其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刻不容缓，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应立足产业转移，实现相关产业的聚集和联动效应，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合理协调发展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必由之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综合考察中中国出现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战略也开始了由需求侧向供给侧的转变。中中国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内外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等方面，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推进区域技术创新，将进一步实现京津冀产业升级调整，进而加快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一个周而复始且由低至高的产业素质、技术进步和结构提升的动态过程。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不断调整产业趋于合理化以保证经济持续有活力的健康发展，在保证经济发展顺畅的同时升级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1]。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升级，且是产业升级也是其其三大重要领域之一（另两个领域是什么？），对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的素质与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京津冀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确定更具竞争优势的生产力布局，根据三地经济发展特点选择相应的主导产业空间结构，通过充分利用京津冀的区域比较优势来更合理地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正向溢出效应，而技术创新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恰当的技术选择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2]。此外，产业结构升级还能缓解京津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产业升级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具有双重正面效应，能提升当地以及周围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3]。因此，加快技术创新，推动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已经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正是基于此，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内在机理，并据以为推进技术创新和加快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政策性建议。

2    1  文献综述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20世纪30年代，Schumpeter[4]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并从技术和经济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包含生产力的提高与改进，还包括生产关系的调整与转换从而获得效率的提升，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技术创新比较难以衡量，有学者用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出增加来衡量[5]，还有学者用技术创新产生的经济效果来反映[6]。随着工业化不断发展，技术创新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关键性作用愈加凸显[7]。当前中国许多产业技术，大都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技术转移[8]，中国要想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持续竞争力，必须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9]。对于技术创新，国家一般实施大力支持的政策，但一些研究却表明政府支持对技术创新没有明显的相关性[10]，甚至呈现负相关[11]，主要是由于政府太强调“远期”效果，从而使政府投入无法产生短期收益[12]。除此之外，有学者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13]，国际人才的回归也能提升技术创新能力[14]，出口等因素也会对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15]。
回顾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比较赞同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观点。何德旭等[16]认为，技术进步或者技术创新会使一些产业部门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而推动这些产业部门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的“极化规律”和“扩散效应”决定着产业间结构不断升级调整的方向。金京等[17]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抓住新机遇，提升中国进行创新活动和全球化经营的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有其他的观点。，例如，林春艳等[18]通过分析中国1997-—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并结合静态和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研究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传导机制，结果证明技术创新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模仿创新却能促进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且具有明显的长期正效应。；唐未兵等[19]则认为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但技术创新提高要素生产率是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是一个综合的指标，涉及到诸多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大都表明，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但较少从理论层面分析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作用机理，更鲜有文献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对京津冀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进行深入研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刻不容缓，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而技术创新更是重中之重。基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讨论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效应。，通过理论模型考察内在的影响机制，并用计量实证量化分析了相应的作用机制，从而形成系统科学的研究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2  3  模型的理论基础
23.1  模型与假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产业结构失衡，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供给实现产业结构的平衡与升级调整。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考虑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非平衡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简化模型，本文沿用了Baumol等[20]的做法，仅考虑工业（部门1）和服务业（部门2）两部门情况。，同时，根据Baumol等[20]估算出的工业和服务业技术进步率结果，假定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高于工业部门。；进一步地，假定工业部门的技术水平恒定，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为，劳动作为唯一的要素投入，。可得工业和服务业两部门产出函数模型：

	Sector1t=A×	
	                     Sector2t=F(techit)××eut                                    (2)
其式（1）（2）中，：s∈（0,1），；A为常数，；i表示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数量，；t表示时期，；tech表示技术创新，；F(·)表示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函数，且F(·)∈[0,1]，；Labor表示劳动力投入。技术创新会改变既有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投入产出效率，因此不难看出F(·)是tech的线性单调递增函数。外在条件不变时，F(·)对部门2的产出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假定人口总数保持不变，对于不同时期t，两部门劳动力总规模可表示为：
	Labor1t+Labor2t=Labor	
上式（3）中，Labor为固定值，为了便于计算假定Labor=1，从而可以得到两部门各自的工资表达式：
                   Wage1t=dSector1t/dLabor1t=A×s×                 (4)
             Wage2t=dSector2t/dLabor2t=F(techit) ×eut×s×             (5)
假定劳动力在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最终会实现部门间的工资均等化，即：
	Wage1t=Wage2t=Waget	(6)
联立式（3）、式（4）、式（5）和式（6），可得：	
A×s×=F(techit)×eut×s×                           （7）
[Labor1t/(1-Labor1t)]s-1=(1/A)×F(techit)×eut                        （8）
[Labor1t/(1-Labor1t)]=[(1/A)×F(techit)×eut]1/(s-1)=1/{[(1/A)×F(techit)×eut]}1/(1-s)	 （9）（9）
令Ht={[(1/A)×F(techit)×eut]}1/(1-s)，那么Labor1t，、Labor2t和工资Waget可分别表示为：
	Labor1t=1/(1+Ht)	         （10）
	Labor2t=Ht/(1+Ht)   	      （11）
	Waget=Wage1t=A×s×=A×s×[1/(1+Ht)]s-1=A×s×(1+Ht)1-s	   （12）
因为s∈（0,1），那么1/(1-s)>1，因此Ht随着F(techit)的增加而增加。；当Ht变大时，Labor1t减小，Labor2t增大。劳动力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的产出会下降，而服务业部门的产出会上升，。从而可得以下假设I，即：
假设I：随着技术创新进程的不断推进，生产要素会更多的地从工业流向服务业，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产业结构升级关键在于如何更高效地的释放产业效能，实现更高的产业相对产出比，。即有：
Output(Sector2t,Sector1t)=Sector2t/Sector1t=[F(techit)×Labors2t×eut/(A×)
                         =(1/A)×F(techit)×eut×Ht
=(1/A)×F(techit)×eut×{[(1/A)×F(techit)×eut]}1/(1-s)
 =[(1/A)×F(techit)×eut][(2-s)/(1-s)]                                           (13)
因为1/(1-s)>1，那么[有(2-s)/(1-s)>1]，；Output(Sector1t，Sector2t)是F(techit)的单调递增函数。进一步地，可得到本文假设II，即：
假设II：技术创新会扩大服务业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得服务业产出比重增长更快，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步伐。
23.2  计量模型与变量
根据上文的理论模型推导和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技术创新相关代理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Ind_adjtit=a0+             （14）
式（14）中，：ctrvar为控制变量，；i表示地区，；t表示时期，；k和j分别表示技术创新代理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个数，；tech表示技术创新相关代理变量，；e表示残差扰动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则表明相应的产业结构重心不断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回顾已有研究，常采用新产品产值所占比重、产业结构层次系数以及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等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结合理论模型和假设，沿用了常规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方法，即采用区域服务业生产总值（GDP）GDP与工业GDP之比来衡量。；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分别采用对应区域的GDP与从业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来反映。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以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唐未兵等 [19]认为，技术创新的成果应用于产品设计、新材料、工艺流程和方法等方面之后，才能实现生产技术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唐未兵等 [19]的研究中，将技术创新分成三3个维度进行度量，即企业层面、研发机构层面和高等学校等层面。。本文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京津冀三地的研究，因此主要从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对地区总人口的占比以及地区财政科学技术的人均支出两个方面进行度量，即分别形成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两个代理变量（见表1）。；关于投资规模，本文采用人均区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衡量。；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使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占GDP比重来反映政府支出水平；对于外资利用水平，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同时，本文采用人口自然增长率表示人口增长水平。；对于区域运输水平，本文沿用朱玉杰等[21]的做法，即采用区域人均货运量来表示。
表 1  1  相关变量说明
	变量名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计算方法或相关说明

	产业结构高级化
	upgind
	服务业GDP/工业GDP

	工业生产率
	indtfp
	ln(工业GDP/工业从业人员数)

	服务业生产率
	sevtfp
	ln(服务业GDP/服务业从业人员数)

	教育水平
	edu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科技水平
	scitech
	ln（人均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投资规模
	invst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政府支出水平
	staexp
	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外资利用水平
	forinvst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比重

	运输水平
	avrtrans
	人均货运量

	人口增长水平
	pgrate
	人口自然增长率



23.3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研究所涉及数据主要来源于京津冀三地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Wind、Wind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库。鉴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的数据样本为1985-—2016年的面板数据。由于指标的中间计算过程较为复杂，为了简化，表2中仅列出了建模分析中将直接使用到的相关变量数据的统计描述结果。
表 2  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upgind
	96
	1.170 
	0.919 
	0.417 
	4.190 

	indtfp
	96
	10.469 
	1.246 
	8.103 
	12.426 

	sertfp
	96
	10.322 
	1.237 
	7.756 
	12.230 

	edu
	96
	0.016 
	0.011 
	0.001 
	0.036 

	scitech
	96
	3.015 
	2.233 
	－-1.150 
	7.190 

	invst
	96
	8.678 
	1.550 
	5.296 
	11.310 

	staexp
	96
	0.120 
	0.030 
	0.067 
	0.201 

	forinvst
	96
	0.044 
	0.040 
	0.000 
	0.165 

	avrtrans
	96
	2.966 
	0.441 
	2.156 
	3.808 

	pgrate
	96
	5.308 
	3.727 
	－-0.100 
	1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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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34.1   模型检验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本文构建了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实证分析将采用1985-—2016年相关面板数据。相对于截面个体的数量，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较长，若面板数据序列不平稳可能会对建模结果的稳健性造成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了共同单位根、个体单位根以及Hadri检验等方法验证样本面板数据的序列平稳性。与一般单位根检验的假设不同，Hadri检验的零假设为不存在单位根，即时间序列平稳。在检验过程中，鉴于经济数据时间序列的特殊性，在检验方程中均考虑了个体截距项；同时，对检验方程中是否存在个体趋势进行了分别考虑，即存在个体趋势对应于IT=1，反之IT=0。检验结果显示，除服务业生产率（sevtfp）和外资利用水平（forinvst）在IT=0时，以及投资规模（invst）在IT=1时，其他样本数据变量的原始序列基本接受了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同时，样本变量一阶差分序列的共同单位根和个体单位根检验的统计量却基本较为显著地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综合上述分析，可基本认为本文所构建模型系统相关变量为I（1）过程。
由于样本变量数据原始序列并不平稳，但满足I(1)条件，故本文进一步验证所构建的实证分析模型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受限于样本和模型变量数量，Pedroni协整检验不适用，故采用Kao和Fisher面板残差协整方法进行验证。在Fisher检验中，综合考虑了检验方程是否存在线性趋势项以及截距项等两类情况，共分为4种情况予以讨论。，对于每种情况，报告了对应的迹检验（trace test）统计量。根据Kao检验的结果，t统计量为--1.593，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同时，本文所构建的实证分析模型至少存在6个协整变量（见表3）。综合上述讨论，不难得出样本变量数据原始序列存在较为显著协整关系的结论。
在对所构建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尚需对面板数据模型应采用随机效应、固定效应还是混合效应进行判定。截面个体差异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拒绝接受截面个体不存在差异的零假设，对应的统计量为F（2，88）=51.200，从而排除了采用混合效应构建实证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Chi2=52.540，拒绝接受随机效应的零假设。基于此，本文采用截面个体固定效应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估计。
表 3  3  面板数据模型残差协整检验
	协整变量个数
	变量数据序列不存在线性趋势项
	变量数据存在线性趋势项

	
	模型I
	模型II
	模型III
	模型IV

	
	迹检验Trace test
	迹检验Trace test
	迹检验Trace test
	迹检验Trace test

	0
	245.700***
	242.500***
	226.800***
	258.000***

	1
	136.900***
	149.700***
	126.700***
	175.800***

	2
	96.600***
	116.200***
	85.880***
	118.100***

	3
	78.580***
	84.640***
	61.700***
	76.850***

	4
	60.210***
	67.740***
	46.000***
	58.120***

	5
	46.940***
	51.210***
	31.420***
	40.620***

	6
	31.670***
	36.440***
	20.820***
	27.570***

	7
	18.150***
	22.740***
	9.419
	16.730**


注：*，、**和***分别表示的显著性水平为10%，5%与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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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所构建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尚需对面板数据模型应采用随机效应、固定效应还是混合效应进行判定。截面个体差异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拒绝接受截面个体不存在差异的零假设，对应的统计量为F（2，88）=51.200，从而排除了采用混合效应构建实证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为Chi2=52.540，拒绝接受随机效应的零假设。基于此，本文采用截面个体固定效应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估计。
4.2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相关性分析
在对样本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之前，本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及服务业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代理变量（包含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工业及服务业生产率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57和0.610。，此外，相对于工业生产率，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联水平更高。；科技水平和教育水平代理变量都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代理变量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均达到1%。，具体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08和0.704，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水平与科技水平也具有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904和1%。这与一般的经济学直觉和现实情况相一致。
技术创新与第二、三产业的生产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与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30和0.828，而科技水平对应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21和0.923。一方面，说明了技术创新在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科技水平相对于教育水平而言，在促进生产率提高方面具有更加直接和更为明显的作用。

表 4  4  1985—2016年京津冀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工业生产率
	服务业生产率
	教育水平

	工业生产率
	0.557***
	
	
	

	服务业生产率
	0.610***
	0.989***
	
	

	教育水平
	0.608***
	0.830***
	0.828***
	

	科技水平
	0.704***
	0.921***
	0.923***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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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实证分析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研究背景，本文采用京津冀1985-—2016年面板数据，在构建理论模型及提出假设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内在作用机制（见表5）。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两个代理变量——教育水平（edu）和科技水平（scitech）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都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见模型II2和模型III3）。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I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模型IV（4）中，教育水平对京津冀产业结构高级化（upgind）的系数不显著。，这可能由于它和科技水平代理变量显著相关，存在模型估计的共线性问题。根据表4所示相关分析结果，教育水平与科技水平代理变量的相关系数高达0.904，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文实证的模型估计可能存在共线性，提供了证据。
其次，分析技术创新对京津冀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见模型V5和模型VI6）。，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技术创新会显著地促进京津冀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本文还发现，教育水平对工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要大于服务业，教育水平对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0.915和13.195；而科技水平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比工业要强，科技水平对服务业和工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9和0.224。由此可见，作为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京津冀地区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而地区财政科研投入，即科技水平对京津冀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生产率水平的更快提升，必然会加速服务业相关部门的产出增长，从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II相一致。
表5  5  1985—2016年技术创新对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影响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因变量
变量
	upgind
	indtfp
	sertfp

	
	模型I模型（1）
	模型II模型（2）
	模型III模型（3）
	模型IV模型（4）
	模型V模型（5）
	模型VI模型（6）

	常数项
	2.573***
	3.259***
	5.082***
	5.077***
	7.008***
	8.102***

	
	(0.507)
	(0.570)
	(0.772)
	(0.773)
	(0.365)
	(0.456)

	edu
	—
	19.103**
	—
	6.747
	20.915***
	13.195***

	
	—
	(7.913)
	—
	(8.393)
	(3.961)
	(4.949)

	scitech
	—
	—
	0.296***
	0.266***
	0.149***
	0.224***

	
	—
	—
	(0.072)
	(0.081)
	(0.038)
	(0.048)

	invst
	0.243***
	0.100
	－-0.230*
	－-0.233*
	0.470***
	0.324***

	
	(0.054)
	(0.079)
	(0.126)
	(0.126)
	(0.060)
	(0.074)

	staexp
	5.783***
	7.488***
	6.373***
	6.917***
	－-0.206
	－-0.051

	
	(2.157)
	(2.216)
	(1.992)
	(2.108)
	(0.995)
	(1.243)

	avrtrans
	－-1.375***
	－-1.370***
	－-1.084***
	－-1.111***
	－-0.405***
	－-0.378***

	
	(0.107)
	(0.105)
	(0.122)
	(0.127)
	(0.060)
	(0.075)

	forinvst
	1.204
	2.913*
	1.519
	2.092
	0.791
	1.857**

	
	(1.488)
	(1.613)
	(1.373)
	(1.549)
	(0.731)
	(0.914)

	pgrate
	－-0.033
	－-0.044*
	－-0.080***
	－-0.079***
	－-0.041***
	－-0.082***

	
	(0.023)
	(0.023)
	(0.024)
	(0.024)
	(0.011)
	(0.014)

	省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96
	96
	96
	96
	96
	96

	R2
	0.761
	0.776
	0.799
	0.801
	0.987
	0.979


    注：1）括号内数值为t检验值；2）“—”代表未检测出

34.4  稳健性检验
对于模型的稳健性，在构建模型之前本文已对样本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模型系统变量协整关系的存在性以及估计模型应采用混合效应、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等三3个方面进行了判定，可初步保证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和稳健性。。同时，模型V和模型VI（5）和（6）分别用工业和服务生产率替代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代理变量，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同时此外，本文将讨论控制变量系数的符号与一般经济学直觉和实际情况的一致程度，进一步验证模型估计的稳健性。：模型III和模型IV模型（3）和（4）中，投资规模（invst）系数符号为负，投资规模的扩大会对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产生负面效应。。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特别是对工业的投入增加会提升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水平，而服务业的升级发展则更需要借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模型II模型（2）至模型IV-（4）中，政府支出（staexp）系数符号基本为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业所占GDP比重不断上升，于2013年超过工业，并在2015年首次超过50%。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加大财政政策性支出密切相联系。运输水平（avrtrans）的系数符号为负，主要由于作为服务业部门的运输行业，其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工业产品或工业原材料。尽管除模型II模型（2）和模型VI（6）外，外资利用水平（forinvst）的系数不显著，但其符号为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资对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重要性。估计结果表明，人口增长水平（pgrate）系数为负，这与中国长期依赖于人口红利推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有关。随着服务业的不断升级和发展，大量劳动力将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劳动力要素的配置重心将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而发生改变。
4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不仅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是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必由之路，需要技术创新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构建了技术创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非平衡增长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京津冀1985-—2016年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细分为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两个维度，研究其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会加速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步伐，特别是科技水平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对于加快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优化升级，需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如下。：
第一，增加教育和研发支出，强化人力资本培养，以技术创新带动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效应显著为正。教育和研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亟需地方政府增加教育和研发的投入。，然而，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教育和研发支出存在较大差距，并且管理层面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存在明显不足，缺乏有效的长期保障机制。；同时，在人力资本培养方面，京津冀三地的教育基础配套设施存在较大差异，相关资源的区域分布很难协同，从而使得配置效率低下。因此，教育和研发支出的扩大，并非是简单的“一刀切”，而应注意结构性调整，适当向教育水平不高和基础设施落后的河北进行倾斜。
第二，以创新驱动国家发展战略为契机，以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尽管本文的分析未涉及企业层面，但企业的技术创新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过程，需要垫付大量的成本。，相关优惠政策，例如技术创新支持基金以及税收优惠或减免等，都将极大地提高企业开展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京津冀承担着引领技术创新的重要任务，因此，以制度创新带动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促进和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和动力，将进一步加速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步伐。
第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技术创新，推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应落足于发展实体经济，从而进一步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加快京津冀技术创新步伐，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特定产业的融合，释放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新动能。同时，应将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纳入综合考虑，对于产能不足的产业部门，适度给予倾斜式的教育和研发支持，从而提高生产率水平和增加部门产出；对于产能富余甚至严重过剩的产业部门，制定相应的企业退出机制，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良性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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